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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大数据战略是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建设网络强国的基石之一。随着大数据产业的快速发展，其所蕴含的战略价值已经引起许多地方政府的重视，我国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文件，如何精准掌握相关政策精神，是推动大数据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方法/过程]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依据政策工具理论以及政策制定机构两个维度进行编码、计量与分析，从地方政府视角对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结果/结论]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使用三类政策工具比例不均衡且内部结构不甚合理，不同的政策制定主体在此三类政策工具的使用上有着明显的偏好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三个“优化”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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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Big data strategy is one of the cornerstones of our country's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building a network power. The strategic value of big data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local government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big data industry,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in my country have successively issued a large number of policy documents. How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policy spirit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big data industry is to promot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Methods/Process] Using the text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encodes, measures and analyzes the use of supply-oriented policy tools, environmental policy tools and demand-oriented policy to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government, based on the policy tool theory and the two dimensions of policy-making institutions.[Results/Conclusion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big data industry supply-based policy tools, environmental policy tools, and demand-based policy tools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big data industry, especially the supply-based policy tool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tools, but three categories The use of policy tools is unbalanced 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is unreasonable.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ree "optimiz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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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 言
作为一种新兴战略性产业，大数据正在引发深刻的技术与商业变革，打破传统产业体系，推动产业链分化重组，催生新兴产业模式，并逐渐发展成为国家发展与国际竞争的焦点。2015年9月，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大数据正式成为国家级发展战略。2016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 （2016-2020年）》，加快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动大数据产业健康快速发展。2017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2021年8月25日，工信部在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3087号（政治法律类131号）提案答复的函中指出，工信部将加快印发《“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做好规划解读和宣贯工作，推动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数据监管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从2016年到2020年，国家（部委）层面已经出台了37份大数据产业发展文件（数据来源于《2020年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白皮书》），发展大数据产业的顶层设计日趋完善与细化。
地方政府在大数据产业的发展中一方面承接中央的政策部署，同时也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制定本地大数据产业相关的具有本地特色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例如，2016年1月, 贵州省通过《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 将大数据产业纳入法治轨道, 引领和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1]；福建省成立大数据管理局，并相继出台了《福建省促进大数据发展实施方案（2016-2020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大数据产业重点园区加快发展十条措施的通知》等文件；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发布《河南省大数据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各地政府加快大数据产业政策落地，持续优化区域大数据产业发展环境。
本文从尝试从地方政府的视角，基于政策工具理论进探索性研究，解析地方大数据产业政策体系结构、政策体系特征和政策工具，以期为我国大数据产业发展政策研究提供参考。
1 文献综述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达尔和林德布罗姆撰写的《论现代国家采取的政治—经济技术》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对政策工具的研究[2]。在近20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外学者在政策工具研究方面积累了极其丰硕的成果。Hoppmann等[3]将政策工具分为战略层、综合层及基本层；Mcdonnell 和 Elmore[4]基于工作满意度将政策工具分为授权命令性、诱因激励性、能力建设、系统变革4类；施耐德 (Schneider) 与英格拉姆 (Ingram)[5][6]从政府如何引导目标群体的行为方式, 使其“去做他们不愿去做的事情”的角度, 将政策工具归为权威式政策工具、诱因式政策工具、建立能力之政策工具、象征性或劝说性政策工具和学习性政策工具五类；罗伊·罗斯威尔(Roy Rothwell)和沃尔特·泽格维德(Walter Zegveld)[7]根据政策工具对科技活动的作用方式不同，将政策工具分为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属于政策工具的典型分类，由于这3类政策工具充分关注政策执行者和施策对象的主体行动逻辑，特别是关注施策对象的具体目标和需求，被国内外学者广泛认可。
随着大数据的广泛应用，国外学者对大数据产业与政府政策的互动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Heeks等[8]认为大数据产业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使用信息价值链、决策金字塔和大数据-权力模型能够更好地了解和规划发展中的大数据。Kwona等[9]提到美国和英国在内的主要发达国家正在准备包括支持研发投资和培养专家在内的各种政策和措施，以激活大数据行业，并具体分析了韩国刺激大数据产业政策未产生预期效果的原因。Zahid 等[10]总结到发达国家正试图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来发展大数据行业，包括促进大数据研发部门和人力资源投资，以保持这一全球趋势的步伐，以及巴基斯坦政府支持自由政策，以激活IT及其应用，如大数据、物联网和电子政务。
到21世纪初期，国内学者开始了对政策工具的研究。黄伟[11]认为政策工具的选择贯穿于公共政策过程始终，其实质是在政策理想与政策现实的矛盾冲突中探寻合适的政策路径；范丽莉和唐珂[12]认为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对政府数据开放起直接推动和拉动作用，环境型政策工具则起到外部影响作用；李樵[13]建立包含基础资源维度、技术维度和领域维度的政策工具三维分析框架，提出构建需求驱动和问题导向的政策工具选择体系结构，创新设计与应用关键政策工具；李健和荣幸[14]研究认为我国发展社会组织应因地制宜，综合考虑各种不同政策工具的要求条件和政策效果,并注重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陈振明从现代西方国家政府改革与治理的实践趋势中, 总结出26种具体的政府工具形式, 将其归为市场化工具、工商管理技术与社会化工具三个类别, 形成了目前国内学界较有代表性的政策工具分类[6]。
近年来我国大数据产业快速发展，国内学者对大数据产业政策的研究处于上升趋势。邱玉婷等[1]从国家总体战略布局、重点省份推进情况及江苏主要政策举措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发展大数据产业的主要政策；周京艳等[15]在政策工具视角下讨论了我国大数据政策的合理性，并提出完善政策的路径。李樵[13]研究发现我国大数据产业政策工具选择结构失衡、需求表达模糊等问题。谢卫红[16]等从大数据政策的顶层设计、大数据供给侧、需求侧及大数据标准体系建设4个层面对国内外大数据产业政策进行比较研究。经本文检索梳理发现，我国已有关于大数据产业发展政策研究基本都是从中央政府的视角出发，往往忽略我国政治经济组织的复杂结构，即所谓“条块结合”的特点，没有充分重视大数据政策在地方落实执行的主体以及地方大数据政策的异质性。经检索CSSCI等主流数据库，地方政府视角的大数据产业政策分析研究成果甚少。曾盛聪和卞思瑶[17]以政策工具理论为分析框架，解析地方政府大数据治理与政策工具创新的内在一致性，为探索地方政府推进大数据治理工具的整体建构与深化运用创新路径。范梓腾和谭海波[18]从政策“目标-工具”匹配的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大数据发展政策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的大数据发展政策一定程度上存在“目标-工具”的错配现象。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研究表明在大数据产业研究领域，学界已经开始重视政策工具对其发展的影响与作用，但主要集中在大数据产业政策的国家宏观层面，鲜有对地方大数据产业政策工具的中观层面研究，尤其是地方大数据产业政策的供给面、环境面和需求面的研究尚缺乏探索性分析。针对此研究现状，本文以地方政府机构为研究视角，构建以政策工具类型为X维度、政策制定机构为Y维度的二维分析框架，研究我国地方大数据产业政策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
2政策工具理论与分析框架 
政策工具（Policy Tool/ Policy Instrument）是政府为实现其公共政策目标所使用的各种技术[19]，也是连接政策目标和政策结果的重要纽带，合理的政策工具能够使政策目标由宏伟蓝图落地开花结果[20]。在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种主体互动的背景下，政策工具理论的引入使得政策制定的主体更加注重工具的合理性、适当性、操作性和执行性[21]。大数据产业政策工具作为大数据产业政策的依托和载体，其发展和使用状况是我们正确认识大数据产业政策的重要依据。
2.1 X维度：政策工具维度
本文采用Rothwell和 Zegveld的政策工具经典分类，将我国地方大数据政策分为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和需求型政策工具三类[22]（本文采用的具体政策工具分类见表1）。供给型政策工具是指政府根据大数据产业发展的需要，提供人才、技术、资金和土地等相关支持[23]；环境型政策具指政府通过公共服务政策、融资信贷政策、税收审计制度、法律法规保障等为大数据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支持[24]，间接推动大数据产业的发展；需求型政策工具指政府通过产业培育、应用推广、市场拓展、政府采购等方式带动大数据产业的发展 [25]。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发挥其市场的“推力”，推动大数据产业的生产，需求型政策工具充分发挥其市场“拉力”，拉动市场需求，环境型政策工具则是发挥其间接影响作用，为大数据产业发展提供所需要的市场环境。综合来看，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是推动地方大数据产业政策发展，需求型政策工具则主要是拉动地方大数据产业政策发展，环境面政策工具则是间接影响地方大数据产业政策发展。
表1 本文所采用的政策工具分类
	政策工具类型
	政策工具名称

	供给型1
	1-1
	专项资金

	
	1-2
	信息资源

	
	1-3
	研究机构

	
	1-4
	产业园区

	
	1-5
	基础设施

	
	1-6
	产业发展

	
	1-7
	人才编制

	
	1-8
	融合发展

	环境型2
	2-9
	产业政策

	
	2-10
	创新战略

	
	2-11
	发展规划

	
	2-12
	服务、监管

	
	2-13
	工作方案

	
	2-14
	社会信用

	
	2-15
	审计

	
	2-16
	实施方案

	
	2-17
	优惠办法

	需求型3
	3-18
	产业融合

	
	3-19
	大健康

	
	3-20
	共享、应用

	
	3-21
	电子政务

	
	3-22
	工业互联网

	
	3-23
	教育信息化

	
	3-24
	精准扶贫

	
	3-25
	军民融合

	
	3-26
	旅游融合

	
	3-27
	牧业

	
	3-28
	区块链

	
	3-29
	人工智能

	
	3-30
	物联网

	
	3-31
	应急平台

	
	3-32
	云计算

	
	3-33
	智慧城市


2.2 Y维度：政策制定主体维度
从行政机制角度看，省级政府机构作为地方大数据产业政策制定的主体，按照国家大数据产业政策的相关要求制定本省（区）的相关政策。地市级和县区级政府机构作为政策的执行主体，依据国家政策和省级政策文件的精神，制定适合本区域且可执行的政策文件。因此，本文将政策制定主体划分为决策层面与执行层面，并具体分析政策工具在不同政策制定主体中的使用偏好。
表2 政策制定主体的划分
	
	具体构成

	决策层面
	省人大、省委、省政府、省办公厅、省科委、省经信委、省发改委、省卫计委、省信息办、省人才办、省网信办、省教育厅、省农业厅、省财政厅、省审计厅、省国土厅、省大数据局、省通讯管理局、省银监局、省证监局、省保监局、省大数据小组

	执行层面
	市人大、市政府、市经信局、市发改局、市科技局、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法制局、市信息办、市人才办、市大数据小组、县政府、区委、区管委会、区办公室、区人才办


2.3基于政策工具理论与政策制定主体的二维分析框架建构
通过对政策工具和政策制定主体的分类梳理，构建起地方政府大数据产业发展政策工具分析的二维分析框架[26][27]（如图1所示）。


政策工具维度
政策制定主体维度
执行层面
决策层面
供给型政策工具
环境型政策工具
需求型政策工具
专项资金、信息资源、研究机构、产业园区
……
产业政策、创新战略、发展规划、服务、监管
……
产业融合、大健康、应急平台、共享、应用
……








图1 地方政府大数据产业发展政策工具二维分析框架
3地方大数据产业发展政策工具分析
本文收集了国内31个省份2003年—2018年发布的与大数据相关的文件，根据表1、表3对文本进行编码，并依图1所示二位分析框架进行分析，从而清晰了解地方政府大数据产业发展政策工具选择的现状与特征。
3.1政策文本收集与处理
本文以国务院及所属相关部委网站、各级政府官方网站公开的文件资料和北大法宝、大数据产业联盟及网络大数据等专业网站做为政策文本检索源。为了确保政策文本尽可能全面，以“大数据产业政策”、“大数据政策”、“大数据”等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搜集自2003年-2018年以来国内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县（区）政府发布的与大数据相关的文件，共检索到皖、京、渝、闽、陇、粤、桂、黔、琼、冀、豫、黑、鄂、湘、吉、苏、赣、辽、内蒙古、宁、青、鲁、晋、陕、沪、川、津、藏、新、云、浙31个省份的地方大数据产业政策文件330条（附录一），内容包括，时间、文件名称、发布机构等，将其进行编号如表3所示。
表3  我国地方大数据产业政策汇总
	序号
	文件名
	区域
	政府机构类型
	时间

	1
	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的实施意见
	安徽
	省政府
	2015年09月

	2
	安徽省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实施方案
	安徽
	省政府
	2015年10月

	3
	安徽省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安徽
	经信委、财政厅
	2016年06月

	4
	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
	安徽
	省政府
	2016年12月

	5
	安徽省“十三五”软件和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
	安徽
	省经信委
	2017年01月

	6
	安徽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
	安徽
	省政府
	2017年02月

	8
	长三角区域信息化合作“十三五”规划（2016-2020 年）
	安徽
	市经信委
	2017年10月

	……
	……
	……
	……
	……

	323
	智慧东钱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浙江
	市管委会
	2018年04月

	324
	台州市促进大数据发展实施计划
	浙江
	市政府
	2016年10月

	325
	关于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浙江
	市政府
	2017年01月

	326
	浙江省人工智能人才12条政策
	浙江
	人才办
	2017年07月

	327
	杭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浙江
	市政府
	2017年10月

	328
	杭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浙江
	市政府
	2018年05月

	329
	德清县大数据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浙江
	市政府
	2018年06月

	330
	金华市数字经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浙江
	市政府
	2018年06月

	
	
	
	
	


3.2政策文本编码
分析单元是内容分析中最小、最核心的元素，包括独立的字、词、句或段落等[28]。遵循统一编码和不可细分的原则，本文对政策文本内容按照“政策文本编号（如表3所示）—具体政策工具编号（如表1所示） ”的编码形式进行编码，最终形成地方政府发展大数据产业政策文本内容分析单元编码表[29]。
表4  我国大数据政策内容分析单元编码 (部分)
	编号
	文件名
	内容分
析单元
	政策
类型
	编码

	1
	安徽省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的实施意见
	云计算
	需求型
	1-3-32

	2
	安徽省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实施方案
	市场监管
	环境型
	2-2-12

	3
	安徽省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专项资金
	供给型
	3-1-1

	4
	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
	大健康
	需求型
	4-3-19

	5
	安徽省“十三五”软件和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
	软件产业
	供给型
	5-1-4

	……
	……
	……
	……
	……

	314
	浙江省教育信息化“十三五”发展规划
	教育信息化
	需求型
	314-3-23

	315
	浙江省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办法
	电子政务
	需求型
	315-3-21

	321
	浙江省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实施意见
	信息资源
	供给型
	321-1-2

	323
	智慧东钱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旅游融合
	需求型
	323-3-26

	327
	杭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人才编制
	环境型
	327-1-7


3.3 地方政府大数据产业发展政策工具X维度分析
在我国地方大数据产业政策工具中，供给型政策工具占比7.78%，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58.74%，需求型政策工具占比33.48%。环境型政策工具的高占比表明，方案工具和目标规划工具对我国地方大数据产业发展起到了指导引领作用和环境塑造作用；供给型政策工具响应频次为16次，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在大数据政策上对大数据产业的发展给予一定的支持，尤其是信息资源、专项资金和人才编制方面给予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地方大数据产业从业人员积极性；需求型政策工具响应频次为69次，充分说明大数据产业的活力和需求非常旺盛，大数据产业共享化、融合化和智能化将成为地方大数据产业未来发展的主要需求。
表3  政策工具分配比例 
	政策工具类型
	分析单元
	响应次数
	合计
	占比

	供给型
	专项资金
	9
	111
	33.60%

	
	信息资源
	41
	
	

	
	研究机构
	1
	
	

	
	产业园区
	13
	
	

	
	基础设施
	12
	
	

	
	产业发展
	16
	
	

	
	人才编制
	7
	
	

	
	融合发展
	11
	
	

	环境型
	产业政策
	7
	148
	44.80%

	
	创新战略
	9
	
	

	
	发展规划
	43
	
	

	
	服务、监管
	25
	
	

	
	工作方案
	11
	
	

	
	社会信用
	1
	
	

	
	审计
	2
	
	

	
	实施方案
	46
	
	

	
	优惠办法
	6
	
	

	需求型
	产业融合
	1
	71
	21.50%

	
	大健康
	19
	
	

	
	共享、应用
	7
	
	

	
	电子政务
	7
	
	

	
	工业互联网
	2
	
	

	
	教育信息化
	3
	
	

	
	精准扶贫
	2
	
	

	
	军民融合
	1
	
	

	
	旅游融合
	2
	
	

	
	牧业
	1
	
	

	
	区块链
	1
	
	

	
	人工智能
	3
	
	

	
	物联网
	1
	
	

	
	应急平台
	1
	
	

	
	云计算
	14
	
	

	
	智慧城市
	9
	
	

	
	
	
	
	


（1）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相对适中。供给型政策工具分析单元中，信息资源占比37%，显然在信息时代，信息资源的重要性已经引起了政府的关注；研究机构响应次数为1，说明地方政府对大数据产业发展的专项研究投入较少；其他各类供给型政策工具供给较为均衡，从侧面反映地方政府与国家在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层级关系，地方政府所指定的大数据产业政策，尤其是供给型产业政策工具的使用，与国家推进大数据产业发展要求基本一致，在大数据发展和推进较快的区域表现更明显，如贵州和浙江不仅提供产业培育和园区等硬件支持，在人才培养和编制方面也给予更多的支持，如浙江在人才引进、培养、编制、职称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使得大数据人才能够留的住、发展的好，为本区域大数据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智慧保。作为供给型政策工具，其实更多的是对专项资金、大数据产业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和多元化支持，如电力专线支持、网络布局支持、高效能计算设施支持、地理空间支持等。
（2）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相对丰富。由其二级分析单元内容可以看出，实施方案占31%，发展规划（含规划纲要）占29%，服务监管（含法律）占17%，工作方案占7%，其中服务监管中包含法律法规政策。环境政策工具，主要体现在方案和规划工具层面，表明目前地方大数据产业政策的环境比较宽松，有利于产业政策落地实施。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方案或规划过于宏观，没有相应的实施细则，甚至有些只有行政机构的上行文，没有关于地方落实的下行文。除此以外，地方环境政策工具里面也有比较超前的政策工具，如贵阳市深化改革运用大数据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福建省 2018—2020 年大数据审计工作指导意见，充分发挥职能工具的约束效力为地方大数据产业发展落地提供非常好的环境保障；优惠办法虽然占比比较小，但是优惠政策工具对地方大数据产业发展非常有吸引力，能够使得更多的大数据产业聚集产生集群效应。在服务监管政策工具中，服务与监管的落实，与当前国家层面的“放管服”要求非常一致，不仅反映地方政府落实中央政策的效果，也体现地方政府真正服务于大数据战略实施的力度和决心。大数据产业的发展除了这些保障措施和环境政策工具支持外，更需要法律的保障，不仅要保障用户端的隐私安全，还要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发挥政府建章立制和人大立法的职能，为产业发展划分权力与责任的边界，利用法律法规工具为产业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3）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相对较少。大健康占比27%，云计算占比20%，共享应用与电子政务均占比10%，这些政策工具与现阶段大数据产业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反映出目前大数据产业应用态势，尤其是云计算的发展。另外与政府推广有关的电子政务，集中体现大数据产业自上而下运行的规律，因此需求型政策工具能够反映一部分产业发展特点。但是数据也表明，地方大数据产业政策多元化、前端化更加明显，如与民生相关的农牧业、大健康、精准扶贫和旅游融合，与信息化有关的教育、云计算、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物联网、区块链等；与智能化相关的大健康、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反映出目前大数据应用的跨境化和场景化，只有应用多元化，才能有更多的需求，政策制定机构才能推出更多的需求型政策，促进大数据产业在实施层面的有效性。
3.4 地方政府大数据产业发展政策工具Y维度分析
	政策工具类型
	分析单元
	政策工具使用单位

	
	
	决策层面
	执行层面

	供给型
	专项资金
	67
	44

	
	信息资源
	
	

	
	研究机构
	
	

	
	产业园区
	
	

	
	基础设施
	
	

	
	产业发展
	
	

	
	人才编制
	
	

	
	融合发展
	
	

	环境型
	产业政策
	91
	57

	
	创新战略
	
	

	
	发展规划
	
	

	
	服务、监管
	
	

	
	工作方案
	
	

	
	社会信用
	
	

	
	审计
	
	

	
	实施方案
	
	

	
	优惠办法
	
	

	需求型
	产业融合
	46
	24

	
	大健康
	
	

	
	共享、应用
	
	

	
	电子政务
	
	

	
	工业互联网
	
	

	
	教育信息化
	
	

	
	精准扶贫
	
	

	
	军民融合
	
	

	
	旅游融合
	
	

	
	牧业
	
	

	
	区块链
	
	

	
	人工智能
	
	

	
	物联网
	
	

	
	应急平台
	
	

	
	云计算
	
	

	
	智慧城市
	
	


截止目前我国地方大数据产业政策的制定机构多集中省级政府机构中，即决策层面，地级市次之，县区级最少，同时出现区域协同发展现象，如京津冀大数据产业政策和长三角大数据产业政策；从平行层级看，省级和市级的经信委是主要的政策制定主体。省委、人大分别参与不同的决策、立法领域；在职能机构层面，多以信息经济委员会和发改委为主，制定相关实施意见或方案等；在细分领域以具体部门为主，如税务、审计等。除此以外，还出现了具有专业性质的政策机构，如大数据领导小组、信息化领导小组，贵州等区域已经成立大数据管理局，充分说明大数据产业管理和服务越来越专业，使得各种类型政策工具具有更高的执行性和有效性，另外从侧面也反映了大数据产业在不同区域的发展程度差异。
为更加具体了解政策制定主体与政策工具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还采用Gephi对可视化的地方大数据产业政策文件按照政策制定机构行政属性进行了分类。Gephi数据分类后的网络关系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知外围的政策制定机构和其他政策制定机构之间的关联性较少，多数属于与大数据产业关联度不高的机构，如省委、省人大、税务机构、审计机构等，为地方大数据产业政策提供环境型政策工具；反之，地方大数据产业政策的网络结构中越是核心节点，则越会和其他节点产生更多的联系。图2直观表现了不同属性值的政策制定机构类别，越居于中心位置，越能反应当前我国地方大数据产业发展的状况和政策实施的情况，大部分都是省市级政府机构和经信委在制定相关的政策，数据分析表明这些政策多属于供给型政策工具，充分说明目前地方大数据政策仍处在推动阶段。
[image: ]
图2  地方大数据产业政策制定机构与政策类型布局


4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基于本文构建了地方大数据产业政策分析框架，并对我国地方大数据产业政策进行文本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从政策工具视角来看，这三类政策工具使用比例不均衡且内部结构不合理。①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最为频繁，所占比重达接近半数，且子政策工具使用分布不平衡，社会信用和审计占比过少。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最终指向是人民的利益，增加对社会信用和审计工具的使用，对增加政策的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②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专项资金、人才编制、研究机构的使用不足尤为突出。人力资源作为组织中最活跃的因素，作为发展的第一资源，是组织永葆活力的发动机，人才的培养是极为重要和必要的。同时，大数据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业态，需要投入资金和更多的研究，探寻其发展的最佳路径，以最大效度地带动各方面发展。③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过少，尤其是政府采购和服务外包为空白，使得政策引导作用也未得到较好的发挥。后续的政策制定中随着大数据产业的不断发展与成熟，需求型政策指导将会更加具体，综合协调政策工具的使用比例，更好地促进创新政策成果转化成为现实的生产力。
4.2政策建议 
（1）优化政策工具使用比例。适度调整政策工具使用比例，强化市场主导作用，根据我国地方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各区域大数据产业政策制定应该先优化供给型政策，夯实大数据产业基础设施，完善硬件供给、税收金融优惠、人才编制、产业园区等配套措施；优化环境型政策工具，在原有的环境型政策工具基础上，拓展更加有吸引力和聚集力的产业政策，如融合发展绩效奖励等；降低战略性、规划性政策，因地制宜，制定具有可操作、可复制、有成效的政策；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扩大大数据产业场景化应用的渠道；加大地方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发挥其服务外包政策工具的优势，为大数据产业发展提供更多的行政资源支持；产业发展人才先行，着力加强人才培养，发挥人力和智力的优势，促进大数据产业相关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应用创新，推动各层级、各区域大数据产业发展，进而提升我国大数据产业整体发展水平。
（2）优化产业政策与发展结构。大数据产业的发展需要市场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以大数据成果转化和市场应用为优化路径，探索多元发展和融合发展。利用市场应用的反馈信息，反哺大数据产业政策的优化，尤其是在供给型工具和环境型工具两个层面，提供人才、能源、税收等方面支持，为大数据产业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措施。促进大数据产业纵向发展，突出大数据的智能化、数字化优势，服务人工智能、智慧+、物联网+等应用，同时促进大数据产业横向发展，突出大数据融合发展优势，发展现代农牧业、旅游业、会展经济和特色产业等。 
（3）优化大数据管理机构。目前我国地方大数据产业政策涉及多个部门，尤其是经济和信息委员会、发改委和大数据领导小组（大数据管理局）尚未形成体系化的专业管理机构，部分区域出现机构不匹配等问题，因此，优化管理机构，组建专业大数据管理机构势在必行。另外，在专业管理机构基础上建立部门联席机制和协同机制，尤其是环境型政策工具需要多部门联动协同，如完善法律法规、信用体系建设、监管体系等；供给型政策工具，在电力、人才、土地、税务金融等方面融合发展；需求型政策工具与职能机构协同联动外，还应响应国家战略，如大数据产业与精准扶贫等协同发展；与地方行业协会或者龙头企业合作，发挥区域产业融合优势，如四川泸州的白酒产业大数据中心等。
本文虽然研究了我国地方大数据产业政策的工具类型及使用情况，但是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目前我国大数据产业发展正处于培育阶段，产业政策比较分散且数量有限，主要集中在省级层面，产业落地执行必须依靠基层的有效执行，未对地市级和县区级的政策研究进行深度研究；在大数据产业发展层面，未对新的应用或者融合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在未来的研究中将会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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